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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张连红

内容提要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心灵与肉体的巨大创伤。战后，由于国际形

势等诸因素的影响，南京大屠杀被深深地埋在南京友的记忆之中 8O 年代之后，日本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与广泛关注，南京大屠

杀从记忆和尘封的历史中走出。对 6O 余年前南京大屠杀的主动与被动手己忆，这本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去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心理影响 记忆与现实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教授 210097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军队施加于平民的暴行事件，它对受害者（严格来说当时的南京市民均为日

军暴行的受害者）精神与肉体的创伤既深且巨，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和笔者对近 100 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及目

击者的社会调查，来探讨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战争来临与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

南京市民真正感受到战争恐怖是从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机空袭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而更为严重

的是其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冲击。据日军总部发表的公告称：从 8月 15 日至 12 月 13 日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 50

多次，参加空袭的飞机达 800 架，投下炸弹 160 多吨。但有许多资料显示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实际上却在 110 次以上。如果将那

些拉了防空警报但日机并未飞临南京上空的次数算上，则南京市民在每个晴天几乎要受到 3次以上空袭或空袭的威胁。报刊几

乎每一天都在报道空袭中的伤亡人数和被炸后的惨景，如 8月 27 日凌晨 l时至 3时日机两次飞临南京上空，炸毁民房四五百间，

炸死平民百余人，炸伤数百人囚。四处开花的重型炸弹，再加上报刊对空袭惨景连续不断的渲染报道，更增添了市民对战争的

恐惧。

日机接连不断的空袭，许多市民不堪忍受。到 8 月底，许多市民为躲避战火相继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

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一些家境不富的人则向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朋，一些很贫穷的人则计划在日军要打进南京时，

再逃到郊区农村暂时躲避。因此，到了 11 月下旬，逃离南京者还是很多的。据档案资料记载，战前南京人口为 100 余万，而到

了 11 月份只剩下 5O 余万。

由于市内人口剧减一半，街头已少有行人。许多空房任人居住，各房东均自动停止收取房租，生活用品供过于求，价格普

遍走低。如《新民报》专门刊登南京牧场消毒牛奶大减价、白报纸、油墨减价出让等广告。市内商店也大多关闭，太平路一带

开业者不过四分之一，较大饭店则全部歇业。但有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业，其生意则异常火爆，如“酒馆业中山

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与往年相比，

进入 9月初，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许多报刊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一些征婚广告甚至也在大报如《新

民报》上刊登，如 9月 1O 日该报刊登了顾谦吉和范映霞的结婚启事。据当时频频参加婚宴的金女大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

称：结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的女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

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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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空袭、报纸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以及市民的侥幸心理，使得大多数留在南京的市民在经历了空袭初期的慌张

恐惧之后，对日机的空袭逐渐感到习以为常，“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

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人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侧日本特务人员的报告中也称：“一般市民已

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但对于平民来说，战争毕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件，在双方交战期间，四处开花的炸弹、

子弹并不去分别谁是军人和谁是平民。因此，随着 11 月中旬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人员的撤退、日军即将攻占南京屠城的传言、

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难民的涌人、大多数在南京居住工作的外国人的撤离等等，市民对战争的恐怖心理开始与日俱增。

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

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南京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决定依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组成国际安全区，以收容难民。12 月 4日，有一些

难民开始陆续搬进安全区。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

民平安得多啦。”11 日，《拉贝日记》载：“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

加相信“安全区”在 12 日晚上，许多难民都躲在拉贝的家中，”办公室安置了 30 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安置了 3个人，有 8

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 100 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由西方人士组织的安全

区成为南京难民首选的避难场所。

南京大屠杀期间恐怖不堪的难民

日军在攻打南京和占领南京之初实施的是一种威慑战，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跨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线，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

惧感，使市民失去心理平衡，望而生畏，从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近卫声称：一切恐怖手段和毁灭性暴行的目的在于“把中国人

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本来，“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

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但是日军进城后，其对市民无差别周击复始的虐杀和奸淫，很快击碎了难民侥幸之梦，全城难民立即陷

人恐怖之中。

惊惶失措的难民纷纷寻求自保之道，原先呆在家中的难民开始潮水般地涌向由西方人开设的安全区。除了西方人管理的难

民所外，绝大多数难民都佩带太阳臂章，手中拿着太阳旗上；几乎每一个青年妇女，脸上都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

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又老，有些女孩子则将自己的头发理短，以充当男孩。在接受笔者采访所有女性幸存者中，每个人

都有此经历。今年 82 岁的丁荣声老人告诉笔者，当时她躲在金女大难民营中，有一个多月都未敢洗一次脸。还有许多妇女“避

免万一计，很多在大腿上贴起很多膏药，令兽兵一见而生畏，果然起先很生效，后也不行了。”

面对残暴无比的日军，在死亡危险面前，难民几乎丧失了理智，而不能正常思维，很少有人反抗，他们几乎都在等待着死

亡的到来。《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南京支局就曾亲眼目睹一二百中国人十分麻木地等待五人一组的

被刺杀。当一、二名日军在众多男性难民面前强奸妇女甚至是自己亲人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很少去反抗，女人们

也大多不敢抗拒叫。正义在邪恶面前却成为弱者，人性在恐怖中受到无情扭曲。

经历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南京难民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一旦听到日本兵的皮靴声就感到异常紧张害怕圈。1938 年 1 月 1

日，伪自治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时，被逼参加庆祝成立大会的难民齐集在鼓楼广场，当广场突然放起鞭炮时，许多难民以为

日军开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后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尽管日军做了大量宣传，但大多数难民已根本不再相信日本

人。当日军想找一些苦力时，难民无一不担心可能是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枪毙，为日本人做苦力的人则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逃跑。

日军对难民的屠杀、奸淫愈残暴，难民对国民政府军的期待则愈益迫切。一个传说、一幅标语、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等都

会产生无数带有充满希望想象的传说。1938 年 1 月 5日蒋公谷的日记载：“近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

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有时甚至会由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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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行动。如 1月 8日，城内“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

堆小堆东西回家了。他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一

群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笼篱笆，试图抢劫。”

国民政府守军的溃败，使得困在城内的难民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留在南京的 20 几个西方人士身上。一些西方人士的住宅及公

司成为难民躲避的最佳选择，像金大、金女大这两个学校在最高峰时，分别涌进 3万和 1万多名难民，甚至就连日本军人自己

也认为金女大比较安全，如 1938 年 l 月 20 日，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自己要调出南京，就跑到金女大要求明妮·魏特琳

收容他 2o 岁的中国女友及其女友 14 岁的妹妹。在难民眼中，西方人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外国几位先生，每

到一处，一般难民齐围上来，好象小鸟见了他的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

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人们从内心里真正地改变了这一称呼，如对魏特琳、拉贝等都称为之“菩萨”。

2月 17 日，魏特琳在金女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 2、3千人聚集在大

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洲。在日军宣布要解散难民营的时候，数千名妇女跪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发誓宁愿死在难民营，

也不愿回家被日军强奸、杀死。别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结果，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

的思想至今犹存。”国甚至伪政权中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士时，都要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

安民后南京难民的生活心理障碍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市民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恐惧。当时劫后余

生的市民往往白天聚集在街上某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感觉到只有这样才更为安全浏。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被采访者都称他们当

时大白天就跑到一些人很多的地方，到了晚上才敢回家睡觉。在“安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街头很难见到单独行走的年

青妇女，除非是老妇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恐怖之中，进出城门时，稍不小心就会被罚跪。在接

受笔者采访的男性幸存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日本兵或日本商人（南京人称为商家鬼子）的体罚。

日军持续 6 个星期的烧杀淫掠，也造成南京社会家庭结构的极大破坏，市民生活日益艰难。据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

士（晚初 5.5.C.511 州 he)1938 年的社会调查，留在南京的人家中有 11.7%，也就是 5500 户人家成为“不完全”户，而巨这些

不完全户中在南京城里平均有 26%的户主是妇女，在难民营中这一比例则高达 35%。调查还显示，在 1938 年 3 月份，全市就业

人数只占总人数的 9%。收人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达到 94%。另外，日本驻南京部队仍不断霸占市民房产，如 1938 年日军占房

4000 多间，受害人数达 7617 人；1939 年日军田中（友）部队、三宅部队、平木部队又占用土地 3316 亩，受害户数 1463 户冈。

日本人对南京房产的霸占及对经济的统制，更使市民生活雪 L加霜。

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被国民政府下决心取缔的妓院和烟馆等却被日本人大肆推广。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许多专供日军士兵

服务的慰安所，官方报纸也为妓院刊载了吸收顾客的大幅广告。据笔者调查所知，日本人在南京公开开设慰安所多达 4O 余所，

这对注重传统礼仪、对性十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公开展示“淫秽”的举动无疑“有伤风化”,“令每个有教养的中人作呕”

阔。另外，“在日本人到达以前，南京与其他国民党政府曾把贩卖毒品定为死刑，但在日本人占领的一年内，鸦片烟馆沿着扬子

江岸如同芦苇一般到处萌生起来。”“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年龄从 10 岁到 30 岁，常被付给海洛因纸烟作为工钱。”据贝德士

（M.s.Bates)1938 年的调查，当时在南京公开经营的烟馆有 175 家，另有 3O 家出售鸦片的烟店。保守统计吸食人员达 5万人，

相当于当时南京人口的八分之一训。仅在从金女大到南门去的一条街上，就有 12 家卖'官土'的烟馆。妓院和烟馆是日本人进行

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会给日本人带来重要财源，而其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诱使殖民地的民众丧失进取之心和

抵抗意志。

尽管日本人表面很强大，但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充当日本人打手的二鬼子，

甚至参加了伪政权的人也常常流露出自卑心态，据德国外交官罗森观察，他在"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

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列一些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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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期间遭到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在得知自己不幸怀孕后纷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或采取其它措施进行流产刚。在市民眼中日

本人在南京的统治是"猴子的尾巴长不了”。

日本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对南京人伤害实在太深，而安民后的高压毒化统治和无情掠夺更让南京人憎恨不已。1939 年金陵大

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 80 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得出"在未来的 50年

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干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

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魏特琳女士也称：金女大附近邻居中 9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有一句好话，他们都深深痛恨

日本人。”

挥之不去的南京大屠杀阴影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南京市民终于迎来了光复的一天，但市民准备殴打日本人的报复行动却被国民政府“以德报怨”

政策所取代。1949 年之后，中国受到美英等国的遏制，美英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敌人，其后一切政治运动都围绕着揭露美英帝

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开展。给南京市民造成巨大创伤的南京大屠杀却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

但是，80 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之后，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日益猖撅，日本右派的言行导致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又

重新得到南京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以此为专题研究的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相继建立，1985 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的筹建开放，每年 12 月 13 日 10 时南京为死者和生者拉警报和呜笛，新闻舆论对教科书事件、东史郎事件、拉贝日记、李

秀英事件等进行厂泛报道，这一切使得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又成了现实生活里的重要话题。针对东史郎诉讼案，笔者曾组织一

次社会调查，发现近 89%和 84%%的南京人了解和表示继续关注东史郎案网。

南京大屠杀由历史走向现实，是历史与时代的不幸，这对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劫难之后而幸存的老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无情

的摧残。对于那些因臼军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子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

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以及被日军强迫乱伦的家庭来说，80 年代以来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

开他们那永难痊愈的伤疤。在受害者心目中，现在的日本右派比当年施暴的日本兵还要可恶。有的老人每当从媒体中听到和看

到日本右派的言行后，经常几夜都睡不着觉，6O 多年前的日本兵的皮鞋声仿佛又在耳边不停地响起，她们似乎又感受到了印多

年前的悲剧又要重演。今年已 74 岁的孟秀英老人在接受笔者采访之后，则千叮万瞩不要暴露她的姓名和照片，因为她竟然还担

心日本人会来暗杀她回。对于老一代南京人而言，日本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据不完全统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现在尚有-2630 余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老年人对遥远的过去，

即自己年轻时所发生的事件记得很清楚”，而对那些亲身经历过的身体或心灵遭受过巨大创伤的事，老人的回忆往往则更加清楚，

很难遗忘。他们经常坐在阳光下闲谈，在家中则经常唠叨给他们的子女和第三代，或者讲述给左邻右舍的人听。在笔者调查的

过程中，老人们共同的话语都是日本人残暴而又缺德，几乎所有老人对日本没有丝毫好感，他们拒用日货，因为每一件日货都

会刺伤他的心。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或日军统治的老年人，其观点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叫。如果现在一个西方人在中国

对中国人有不礼貌行为也许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但是如果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冒犯了中国人，则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现今有远见的日本人在抚慰亡者和生者的心，而有些日本人则在千方百计想用浓墨涂改血迹，用不负责任的谎言来取代历

史的事实。我们应从悲惨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应使之成为仇恨的催化剂。日本政府应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时间拖延

越长，南京大屠杀的阴影就会越重，日本背负的包袱将会越沉，其付出的代价亦必然更大！


